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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虚构与想象:
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

孙 金 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摘 要:武侠文本通过虚构化行为,征用现实世界知识并由其引发无法通达向现实世界的想象,构成

“真实的谎言”。它征用现实世界细节,目的不在于对其真实性负责,而是要形成关于现实世界“整体”的假象,

使“不可能发生的”和非真实的事件获得供想象驰骋的外形。对于武侠文本“真实性”的解读,精英式文学批评

各自为政的认知,则导源于迥异的“求真”动机,并与特定的时代语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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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UmbertoEco)认为符号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说谎”[1],这与后期转向文学人类学研究

的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Iser)的认知异曲同工。他认为,“虚构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疆界的

跨越”,在这里,现实的栅栏被虚构拆毁,而想象的野马被虚构圈入形式的栅栏[2]。而无论是符号

“说谎”,还是虚构“越界”,它都表明人类呈现并超越自身的欲望,这是文学何以存在以及人类何以

需要阅读文学的深刻根源。
武侠小说、影视、动漫、游戏文本的发生与解读,同样要在现实、虚构与想象之间跨越,并同样要

在“越界”中呈现并超越自身的欲望。但是自1930年代以来,精英式文学批评有关武侠文本的解读

一直存在着巨大分野:反对者们会指摘武侠文本在塑造了虚幻可笑的侠客梦[3]449,并谴责沉迷侠客

梦的武侠迷是对现实人生的不负责[4]473;而武侠文本的成熟解读者则会分裂出两个人格来,一个明

知武侠虚构不必对现实负责从而假戏假看,另一个则位移入武侠虚构再造的世界因而欣赏其作假

的技巧,不以其为真。追究两种解读分歧的根底,会发现它源于接受者们对文学文本“越界”本质的

忽略。从武侠文本虚构中现实与想象的不同选择与融合所提供的“真实性”的不同认知出发,可进

一步推断出解读者们所前置的不同认知动机或欲望。厘清这一点,或许就能理解20世纪中国的不

同群体对待武侠文本的态度,在两个极端之间何以泾渭分明。

一、武侠文本中的现实、虚构与想象

武侠符号表意是否“真实”即是否符合客观真相,这是自193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进

行社会功能批评时[5]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的话题。虽然将“武侠”视为“非现实主义”的,从来就是一

种共识,但对于众多的精英式批评为何明知武侠文本为假却无法假戏假看,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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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悬而未决。在武侠文本的虚构、现实与想象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藩篱,需要解读者们一跨而过?
长期以来,文学文本仅被当作虚构之物,以此使它从说明性文体中区隔出来,因为后者常被视

为真实存在的事物。然而,这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简易对立,是社会学知识系统的术语,对于文学

文本而言,虚构与真实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判然有别。如果虚构文本真能割断与已知现实的一切

联系,它必将同时成为无人能解的“天书”。反之,又存在着另一个悖论,现实一旦被转化为文本,成
为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它就超越了那个被摹写的原型,它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却不

能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因此,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现实、虚构与想象三元合一,是文学文本

存在的基础。虚构化的行为再造的现实是指向现实却又能超越现实自身的,无边的想象被其诱入

某种形式之中,“虚构将已知世界编码,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两者重新组合的

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2]3-4。
武侠文本是在虚构化行为中对现实与想象进行选择与融合的结果。现实世界细节饱满,对任

何实在事物可以做无穷尽的描绘或思考,但任何长度的叙述都无法得到现实世界的细节饱满度。
因此,现实世界是在认识论上不完整,而虚构世界则是在本体论上不完整[6]。显然,武侠文本无法

拥有无穷尽的细节,它只是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世界进行选择:其一,某些特定细节;其二,常识或逻

辑关系。进而,武侠文本与想象融合,成为“事实上可能”(factuallypossible),如同维特根斯坦所阐

述的“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7]。
首先,在时空细节上,武侠文本通常将其设定为“前现代”中国,如此就可以更方便地使用能够

展现个人能量与英雄气的冷兵器。1920至1940年代的民国武侠小说自不必说,1950年代以来的

新武侠小说亦是如此。金庸小说固然常写炸药,但用法简单,相当于土炮。《笑傲江湖》中带定时装

置的炸药,最后没有能够用得上。在古龙的76部武侠小说中,如果说到兵器的排名,最有名的莫过

于“小李飞刀”,仍然是冷兵器。古龙唯一的一部黑帮小说《绝不低头》中主人公黑豹的兵器,仍是一

串相当于飞镖的钥匙。
其次,武侠文本的一系列命名,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对应。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平

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以及“康熙”、“李自成”、“吴三桂”(金庸《鹿鼎记》),地点如“峨眉”、“青
城”(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事件如“张汶祥刺马”(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
“杨露蝉偷拳”(白羽《偷拳》)、康熙杀鳌拜(金庸《鹿鼎记》)等等,皆是如此。

再次,武侠文本还锚定着现实世界的常识或事件逻辑关系。在亲缘谱系上,“侠客”有父有母有

师承。遵从正必克邪的伦理秩序,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斗不过方证大师的“易筋经”,即使同为吸人

内力,魔教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每次都伤及自身,而正派段誉的“北冥神功”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武侠叙述卷入以侠客为中心的事态变化,有时间跨度,以因果条件相勾连,小说中虚构的“江湖”并
非抽象的逻辑建构,而是能够被现实感知的某种空间与实体。其中的各种虚构个体呈现的各种可

能世界的集合,彼此一般不形成内在的逻辑矛盾,因而呈现出一种符合常情的“真实感”。如有论者

认为“虚构作品可以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里的真实情况的描述”[8],即源于此。
这种“真实感”也容易引发一种困惑,比如“金庸的小说经常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甚至穿

插历史人物乃至引用历史文献,憨厚的主人公总是一下掌握其他高手一生也无法参透的武功,并为

数名美女所追求。我们如何计算作者和读者中这种普遍流行的幻想程度? 难道这种故事比《窦娥

冤》(有超自然因素,即物理不可能世界)更接近历史现实?”[9]这种困惑源于被选择的现实细节一经

引入文本,便使现实世界作为参照系统敞亮起来,并对感知保持着开放状态,它允许那些被排除在

选择之外的因素进入人的感知领域,似乎是缺席的在场者,给予一个关于现实世界“整体”的假象。
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应能反映“现实的总体性”[10],应敏悟到虚构对现实的越界,想象的出场

使文本超越了语言细节的局限。
然而,尽管武侠文本通过对现实世界知识的征用与无法通向现实世界的想象构筑而成,但它面



向现实世界所锚定的细节,并不对真实性负责。《明史·李自成传》需要对“真实性”负责,而《雪山

飞狐》却并不需要对“真实性”负责。“闯王李自成”在历史上虽有其人,兵败也是事实,但是否真有

胡、苗、范、田四大侍卫以及后代胡斐们的冤冤相报,显然不得而知。对现实世界细节的挑拣,以现

实世界为参照系统,“江湖”成为“真实的谎言”,“仿佛”(貌似真实地)实现了非实有的侠客阶层、非
热兵器的可修之神功以及非官方的暴力正义伸张。与此同时,“不可能发生的”和非真实的事件获

得供想象驰骋的外形,激活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进入武侠文本世界而不受文本限制,解读者们由

此形成了某种“信以为真”的错觉。
事实上,武侠文本构造的起落无迹、断续无端的“江湖”世界,是无意于表现现实世界的。对现

实世界而言,它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指向:其一,由武侠文本激发的想象直接指向“江湖”世界;其
二,对“江湖”的想象最终指向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这两个指向形成了一对矛盾,韩云波指出,在中

国现代武侠小说出场伊始,由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就形成了“江湖奇侠”和“近代侠义”的不同指

向,这可以解释为“现代武侠小说在追求趣味与追求品位之间难以兼顾的矛盾纠结,这种矛盾纠结,
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始终,并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11]。其实,
这也就是虚构性与述真性的两极在现实世界的反映,武侠文本所追求的,也就是在这两个指向之间

获得一种平衡。
格雷马斯(A.J.Greimas)曾试图对行为(特别是言语行为)建立“真伪模态”,认为真实性问题

由发话人与文本共同决定[12]72,赵毅衡随后将“真实性”问题贯穿到符号表意的第三个环节———接

收者的解释。这就进一步补充了格雷马斯曾经意识到而并未解决的难题:符号发送者意图在于“使

-知”或“使-信”,是某种叙述性的操纵(manipulation),而符号接收者的阐释行为是某种叙述性的

审判(sanction)[12]120。
武侠文本在现实、虚构、想象之间的疆界跨越,使读者对武侠文本的接受往往呈现两种格局:一

种分裂出一个人格,在虚构的框架之外,“我知”武侠文本虚构的世界为假;在虚构的框架内,“我信”
武侠文本提供的信息为真。另一种则是“一心一意”地接受武侠文本提供的直接信息,受武侠文本

的“真实”幻觉支配。很明显,第一种格局在进行说服行为的发话人与进行阐释行为的受话人之间,
达成某种“信誉缔约”。这种缔约有两个含义:“(背后带有陈述者的)陈述;建议,即约请(对方共行

一段路)的建议。”[12]122-126前者拖带出陈述者,后者面向受话人,邀约进行跨世界的心理转移而“共
行一段路”。第二种格局则多少会扭曲武侠文本的“真实性”:对虚构的文本信息,“知”其为假却

“信”其为真。前者是一个虚构人格和另一个虚构人格之间的诚信意义传达,后者则是一个“真实”
人格对另一个“真实”人格的诚信“逼迫”。读者对武侠文本的分野,与读者智商的高下无关,实际上

它所依赖的是“审判主体的整个知识/信仰世界”[12]109,与读者的阅读意图或动机有关。
武侠文本形成的这两个格局,使之在创作方法上形成了不同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等主流文

学创作方法,需要另眼看待。如朱丕智就用“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两个概念来进行概括,前者即

真实性,后者即基于真实性的虚构性,而“运用事理逻辑来创作的方法,无疑使新武侠小说摆脱了实

生活形态的束缚和限制,给予了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的假定性一个广阔的空间”[13]。

二、精英式批评关于武侠文本“真实性”解读的两种分野

自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开创性地虚构出了一个“江
湖”世界,“以突出‘奇’为核心特色,自由穿行于幻想与现实之间”[14]。它通过非近代的古典中国时

空、非热兵器的可修之神功、非官方的暴力正义伸张,刻意拉开了它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接收用某

些而不是另一些意识形态背景来阐释文本,这只能说明文本拥有自身的阅读同位标记(亦即我们论

题中的真实性标记),是它们在限制其他读法的可能性。”[12]109“江湖”的表意形式,已经定位了武侠

叙述的读法。但武侠文本在20世纪的接受,从1930年代茅盾等人对武侠的批判到1990年代末王



朔“我看金庸”的武侠争论,一直因其在何种层面上具有“真实性”而存在分歧。
(一)对“知”其为假却“信”其为真解读方式的批判

武侠叙述所虚构的“江湖”,是一种转换,或者说是外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想象物”。在它较之

于现实世界更单纯或更“华丽”之处,幻想的精神在诙谐的毗邻处出没。尽管“江湖”不提供类似于

“现实的”生活,但它遵循甚至放大现实生活中爱恨情仇的情感逻辑,从而“引发一定程度上符合外

在于文本的一套‘真实性’标准的文本品质”[15],使读者“信”文本提供的信息为“真”,而不知不觉地

进入这个幻想的天地。所以,尽管“谎言”一览无余地从侠客们的纱霓与白袍中倾泻而出,但“武侠”
的狂热拥趸者们,依然会忘却这之间显露出来的强调性与夸饰性,而不加挑拣地直面文本提供的直

接信息。这种“假戏真看”,在茅盾1932年对电影《火烧红莲寺》的批评中便有“记载”:

  《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

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

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采,并不是因

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侠,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
他们对于影片的批评从来不会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样好那样坏,他们是批评昆

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 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16]

电影《火烧红莲寺》的制作者并不准备提供一个现实的世界。他明示自己的作伪意图,让红姑

飞降,让“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影戏在“影戏院内”放映,由“女明星胡蝶所扮演”,放映的屏幕以

及屏幕框内的字幕等等,都在刻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但看客却无心分辨表现者“胡蝶”与被表现

者“红姑”的区别,而单纯地进入了“被表现的世界”,误以“影戏”的世界为“真实”世界。“每逢影片

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在这里,看客们的自我变成银幕中虚

构故事的一部分,于是他们的现实的外在感觉世界与他们的虚构的内在想象世界联系了起来。当

他们为“红姑”而放声狂呼的那一刻,他们实际上完全投入到虚构的情节之中,好像那些虚构的场景

完全是真实的一样。他们与虚构的情景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个虚构因而成了真实世界的组成部

分,而让虚构框架消失的同时,他们交付的是一种专注以及陷入痴迷的献身。
虚构框架的退隐,难免引发误读,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误读后果。或者完全臣服,幻想侠客

救赎,甚至追随英雄梦而加以模拟、“重蹈”武侠虚构中侠客的具体行动。“他们中间血性差些的,就
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他们中间血性刚强的人就要离乡背井,入深山访

求异人学道。”[16]或者责怪文本所提供的假象真实,使整个现实世界在武侠文本中变得似是而非,
逼迫解读者必须改变对待世界的态度。由于这种态度的改变既不是因为武侠文本自身的需要,也
不是因为文本丧失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而是因为现实的世界被“悬置”,解读者对待本真的态度也需

要随之被“悬置”,积极介入现实的解读者们不甘心这种被“悬置”,对武侠文本提供的假象实在看不

下去了,便不得不批判。由王朔引发的关于“金庸”武侠的争论,便将“真实性”问题作为讨论的一个

重要节点。王彬彬称:“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侠客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

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

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17]王朔称:“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
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18]袁良骏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六大“死症”之
一,便是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武侠小说”[19]。

“江湖”虚构世界按照它独有的规则和秩序,通过夸饰而与平凡世界相区别,用意在于维持它自

身特定的时空界限,这使得那些“神圣的武技”不易获得,那些近于神圣的英雄气质难于模仿。诸位

讨论者所要求的武侠虚构叙述锚定“现实世界”的部分,与现实主义小说锚定“现实世界”的部分,二
者程度持平,对于以武侠为题材的文学与艺术而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过于相信其“真”与“较
真”,皆是武侠小说中那个暂时的“真实”的世界,被人为划分出来的结果,是取决于读者的一种无意



识的倾向性选择。
(二)“假”戏“假”看式的技巧欣赏

第二种解读方式深知武侠叙述虚构的“江湖”是非现实世界,也默许其虚构的假象真实悬置真

正的现实世界。武侠文本的作者在创作时对现实世界细节的选择与融合中,有其文本意图。它既

非作者描写的现实细节本身,也不纯然是想象之物,在其应用于对现实世界的参照与索隐功能中,
保持着某种超然独立的品格。因此,一般持第二种解读方式才能成熟地对接武侠文本的超然独立

品格。读者深“知”武侠文本的假,不必当真,自觉地让“信”止步于虚构的框架之外。与此同时,武
侠叙述还要达到以虚引实的目的,于是读者就分裂出一个人格,自主地走出生活的“真实世界”而进

入这个暂时的、别具一格的假想世界,欣赏武侠符号发送者“作假”的技巧,理解他们何以能使读者

“信”。这样就以武侠文本为场地,在写作者与解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场默契的游戏。
解读者会一方面认定了武侠文本的假,另一方面更要求它“显得”真。茅盾的《三人行》虽然不

是武侠小说,但涉及到“侠”的问题。1932年瞿秋白对它的疑义,在于许姓贵族行侠虚构,没有达到

“艺术的真实”,是“部分的失败”:“中国的书香贵族子弟本来就只会颓伤,不会侠义。勉强要他侠

义,他也就决不会去暗杀皇帝和总长,而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窠的老板。多么可怜! 《三人行》之
中的姓许的可怜,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这方面也是部分的失败了。”[3]450

这种基于“真”的要求还进一步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批判,如苏雪林1930年代在《多角恋爱小说

家张资平》中,就将平江不肖生与李涵秋、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批评为“似乎

都带有岛国人的器小,凶横,狂野,蠢俗,自私,自大的气质”[20],这显然“失去了一名批评家应有的

冷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对研究对象作出的一种缺乏学理的情绪化批判”[21]。
解读者可以进一步欣赏那隐藏在“面具”之下的装扮技巧。严家炎挑出金庸笔下变幻百端的

“侠”、“武”、“情”、“情节”、“影视剧技巧”等等进行解析[22];陈平原则着力开掘武侠小说“基本叙述

语法蕴涵的文化及文学意义”,强调“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和“浪迹天涯”四个陈述句

在武侠小说中各有其特殊功能———分别指向侠客的行侠手段、主题、背景与行侠过程,并自称这构

成了他“研究武侠小说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23]174-175。即使是对武侠体裁持批判态度的解读者

也偶尔承认:“我们并不否认那些作品也有相当技巧”[24]1141。此处所谓“那些作品”,也就是神怪、武
侠、色情的文章。

于是,也就更能理解武侠符号的成熟解读者,何以对武侠符号的“狂热者”难以理解,认为他们

脱离了符合逻辑的理解力:“勾心斗角的机关布景与明白欺人的空中飞行,飞剑杀人的举动,竟会在

简单洁白的外省热血的青年中发生出可怖的谬误观念。”[25]336-337而究其根底,不过是武侠符号接受

过程中,在“我知”与“我信”之间,发生了纠葛。

三、“整个知识/信仰世界”:武侠解读中的不同求“真”动机

对于读者而言,只有认为符号文本具有认知价值,才会接受它提供的信息。因为不可能直接与

符号的发送者交流,为达到从符号表意中获得所谓的“真实情况”,读者通常只能按文本情况作出解

释的策略安排。
格雷马斯在讨论符号“述真”问题时,虽然忽视了读者的接受这一环节,但他意识到解读的方式

实际上卷入了文化价值观念,他认为阐释行为的最简版本是一个承认“……为真”的操作:“在对方

提供的陈述中,在他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的或零散的‘真知’中,承认,作为一种对比,必然包含一个认

同行为。如果认识行为便是一种认同,那么它所依赖的就是审判主体的整个知识/信仰世界。对

‘真理’的承认,……如今被定义为与我们自己的认知世界相符。”[12]122也就是说,是审判主体即读者

的“整个知识/信仰世界”,决定了是否认同符号提供的“真实”,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它的“真实”。
赵毅衡在全面考察了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对于“真实性”的意义之后也指出:“(读者如何接受符号)



看来是形式上的分类,最后要落实到接受者的文化价值上,拒绝接受还是变通接受,实际上是个文

化价值问题。而且,笔者认为:‘不同质’的文化,不同‘容忍度’群体,可能对于作伪、反讽、幻觉、虚
构的态度不一样。”[26]

将武侠符号解读为“知”其虚构为假却“信”其为真,是其最为普遍的接受方式。原因在于武侠

符号的受众群体极为特殊。陈平原称:武侠文学“作为一种通俗艺术,主要是满足城市公众消遣和

娱乐的需要,……对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而缺乏欣赏高雅艺术能力的城市大众来说,武侠小说正

合他们的胃口”[23]57-58,而1930年代茅盾对武侠小说受众的定位,将阶级论暂置一边,其圈定的范围

至今仍然适用①,并且相对于陈平原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他认为武侠符号的受众“大部分是小市

民———即所谓小资产阶级;而这些影片的看客更无例外地是小市民,特别是小市民层的青年”[16]。
对于“小市民层的青年”读者而言,武侠文本的直接信息所提供的“真实”幻觉,可以使他们获得

一种逃避性的满足与补偿性的虚构。
其一,武侠虚构的“江湖”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它作为日常生活的间歇物与填充物,不

仅可以打断现实中的欲望进程,而且可以将武侠“江湖”世界的“真实”幻觉,弥补进现实中的欲望之

不可得。就此,或者等待英雄救赎,如1930年代茅盾的指认:“侠客是英雄,这就暗示着小市民要解

除痛苦还须仰仗不世出的英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16]。或者幻想自己是英雄个体,如谢桃坊

在20世纪末的批判:“幻想以个人或团伙的暴力方式与社会、国家、民族和群众对立起来,蔑视和否

定现代文明,错误地指出一条抗争的歧途,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尚缺乏现代意识而沉溺于荒唐怪诞的

梦幻之中。”[27]

其二,为抚慰无力参与其中的“小市民层的青年”,武侠符号提供关于个体“暴力”大展雄风的想

象,填补读者“建功立业”的缺憾。虽然可以将“侠义”理解为“一种自由交往、公开结社的平民社会

人际关系的道德准绳”[28],但正如《汉书·游侠传》所称的“背公死党之议”,侠义本身就具有了另一

面相,即韩云波曾指出的“侠规则”往往与“匪规则”一墙之隔[29]。侠客以武自骄,侠义是依道义而

行杀戮的自由承诺或自欺欺人。以武行侠,这种暴力追求与现实社会得以“正常”展开的平和、稳定

的“道”,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以武犯禁”、血腥杀戮的侠客们,得民心却未必见容于世。武侠符号

正好弥补而进入到了这个“灰色地带”,让侠客随时准备“仗剑行侠”,“暴力”越出格,就越能使武侠

小说的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
总体而言,受武侠符号“真实”幻觉的支配,不仅与人们的整个知识构成有关,也与这种知识构

成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有关。
与此相对,可以假戏假看,在能够理性地欣赏武侠虚构技巧的读者和研究者看来,往往不那么

狂热,是隔开一层的看待,如同陈平原的自我评价:“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算是合格的武侠小说迷(也
许永远不会是),尽管我阅读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武侠小说。首先,虽也曾废寝忘餐读武侠,可从来不

曾当真,基本上把它当寓言读,既不想跳到书中硬去充当一个角色,也不信侠客真能救中国。这种

过于清醒的阅读态度,使得我很难达到一般武侠迷那种如痴如醉的境界,反而掩卷回味,常有哭笑

不得的感觉。”[23]3

但其中的问题是,他们虽然可以欣赏武侠符号“作假”的技巧,但由于文化价值的选择或格雷马

斯所称的“信仰世界”的不同,对待武侠符号的态度依然会有所区别。武侠文学与艺术文本因“真实

性”问题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诸位学人对待“真”的态度有关。他们需要的是阶级斗争的“真”或
者说是现实主义的“真”。尽管如多利策尔(LubomirDolezel)所言:“现实主义虚构世界与其他虚构

① 至今,青少年群体依然是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群,如戴锦华的《书写文化英雄》写到:“当我们关注20世纪最后30年激变中的

当代中国,关注文化舞台上众声喧哗的剧目更迭时,我们间或完全忽视了此间港台文化———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邓丽君、徐

克、吴宇森等以作为历史文化断层处的填充物,悄然喂养出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青少年群。”



世界在种类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在语义饱和程度上有所不同。”[30]但武侠虚构世界“江湖”与
“现实”的契合点太少,理解文本所需要征用的外部现实世界的信息过于稀薄,因此,1930年代的瞿

秋白、郑振铎、茅盾等人,对武侠小说、中国侠文化以及人们对其沉迷中所映射出的国民性诸问题,
展开文化反思。这在极大程度上,是从民族救亡的现实利益出发,以及出于一场思想革命与政治革

命考虑的需要。
茅盾曾一语点破这种认知与文化价值立场之间的关系:文艺工作“非加强我们主观力量不可。

主观努力的加强,有哪几方面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加强认识。认识问题,就是思想问题”[24]1139。
在这种立论的支撑下,“幻想”被区分为与“现实”对立的和不与“现实”对立的:“从理论上说来,幻想

不可能是反现实的,幻想只是现实中某一点的夸张和神奇化而已。各民族神话之非为反现实的,正
足为例证。然而当人们以某种逃避现实的思想为立足点而构造海市蜃楼的时候,幻想就和现实成

了对立了。这样的幻想,即使被说成为人事的一部分,其实还是逃避现实;例如仰仗所谓剑侠来除

暴安良,表面上似乎十分积极,骨子里却完全相反。”[24]1035郑振铎的《论武侠小说》批评武侠小说是

“黠者们”造作的“‘降神’‘授术’‘祖师神佑’‘枪炮不入’等等的邪说”,“超人”的侠客“徒然的见之于

书册,却实在并未见之于现实的社会里”[25]333-337。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明确表

示:武侠剑仙的迷梦所提供的,不过是“如果这些福气享不到,那么,就来一些劫富济贫的空谈,把强

盗来当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普罗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

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4]473-476。这种思想同样延续进入到

了20世纪末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之中。
他们的批评,引起了1990年代一些试图还原武侠符号“本真面貌”的学人的深刻反思。严家炎

指认瞿秋白、郑振铎、茅盾等人关于武侠符号的解读为“这在当时或许自有其针对性,结论却未免过

于简单”[31]。汤哲声认为:“对于中国通俗文学有效的批评不能仅仅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

一以贯之的精英意识,而是要结合、参照中国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并以此来建立中国通俗文学的

批评标准。”[32]以金庸武侠小说观照20世纪的武侠小说,陈平原认为:“在我看来,谈论武侠小说在

本世纪的命运,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

‘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23]211如此种种,不仅是一次“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

小说类型的潜力”的意图,更为武侠符号之“真实性”观照,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以此观之,武侠文本的虚构世界尤其是文本意向性,读者要得到有效理解,需要体认武侠文本

的假象真实,解读过程中要能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做心理通达性转移。但由于读者的文学

素养、阅读习惯、阅读目的等等在阐释中必然会遭遇的实际变量的不同,对武侠符号的解读往往呈

现为背道而驰的两极:“知”其虚构的世界为假,却因其逼真而对它提供的信息“信”以为真;“知”其
虚构世界为假,分裂出一个人格,享受其“真实感”。好处是,总可以沿着这种分歧的轨迹,在热捧与

批判、俗与雅、匿名与具名的位移与互换中,追溯那隐藏在不言而喻中的历史的真相。

四、结 语

武侠文本在20世纪不断被挑拣出来,或被指认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而作为高雅文学的对立

面受到抨击,或被指认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而赋予其高雅文学同盟军的属性受到赞扬。从1930
年代茅盾等人的批判,到20世纪末王朔发起的“金庸”武侠争论,武侠文本遭际的变更,与武侠文本

的虚构化行为、阐释社群的认知以及特殊时代语境有重要关联。归根到底,则因武侠文本在何种层

面上具有“真实性”而存在解读分歧。
经验的“在理”或“事理”,与想象的汪洋恣肆,构成了武侠文本立足的两极。武侠文本的虚构化

行为,通过征用现实世界某些特定细节与常识或逻辑关系,引发无法通达向现实世界的想象。它向

现实世界锚定细节,却并不对其真实性负责;它向现实世界锚定的细节量,相对于现实主义小说而



言,数量也极少。虚构的“江湖”世界通过夸饰而与平凡世界相区别,以维持它自身特定的时空界

限。这使武侠文本的虚构符合常识,却并不符合“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文本的“江湖”,总是具

有一定的皇朝历史锚定,这对于外国读者也许不起作用,他们能认知到的通达性不够多。但对于中

国读者而言,“江湖”世界的这些细节在现实世界有所指称,虽然并不完整。因此,武侠文本在现实、
虚构、想象之间的疆界跨越,定位了解读者对于符号“江湖”的接受,需要通过越界与通达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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